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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象

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套

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晚商金文中

一些器物类象形文字，在构型上与同时代器物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反而与年代较

早的二里头文化器物风格接近，字体创制时间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批早期

文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独立孕育的产物，其发现与解读，见证了华夏文化礼器与文字

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礼制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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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第一支强大而又空前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它改变了之前

该区域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并存的格局。其分布中心在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阳、郑
州一带；辐射范围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
东至少到达开封地区，北部抵达晋南垣曲盆地一带。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下游，

遗址面积约３平方公里，内有宫城、宫殿、居民区、铸铜作坊等遗迹，最近发现的
井字形道路系统表明，这是一座规划有序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
中心，周边有聚落和方国城邑围绕，形成周边拱卫中央的格局。二里头文化因其存
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 《史记》 《国语》等文献记述的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

符，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①

长期以来，文字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界探讨早期文明的重要观察点。目前早商
文字的发现和研究有了新进展，从郑州发现的 “甲骨文”、金文和小双桥的朱书陶文
都可以证明此时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如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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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３行１０字。① 郑州小双桥的祭祀坑中发现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
字，其文字内容可分为数目字、徽记类和祭祀短语类，② 其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

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商前期的文字展示出中国文字
至此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已是相对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正如黄德宽所说，小双
桥遗址的文字展示出 “写者已相当纯熟地掌握了书写技巧，表明当时文字发展和书
写的整体水平较高，早已脱离原始状态”。③

早商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为寻找更早的文字打下了基础，二里头文化考古新发现
也为文字的研究引入了源头活水。近年来，随着一批二里头文化相关报告的集中刊
布，④ 人们发现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且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

这些符号虽然往往单独出现，缺乏特定的文段语境，但字形多数已完全具备象形文
字的特征，可与后期的甲骨文、金文相互对照。这些发现，对研究二里头文化晚期
已使用的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早期文字的研究方法上，学界通常遵循上下沿承的研究理路。考虑到早期文字
遗存相对缺乏，考古学界摸索出以殷墟文字为基础，利用象形文字追溯早期文字起源
的方法论构想。“象形”是中国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苏秉琦曾说：“象形字的
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
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⑤ 近年刘一曼又
提出可以利用考古遗迹、遗物来印证商代文字的设想，并指出甲骨文字中可与考古
材料对读者不乏其例，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的研究对甲骨文字释读是一种有效的
方法。⑥ 曹定云、⑦ 杜金鹏、⑧ 王晖⑨也从金文、甲骨文构形入手，运用考古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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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法，在比较二里头出土青铜器与晚商铭文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时期已形成完备的礼制，能够制造成套的礼
器。这一阶段礼制仪轨的渐趋完备和文字系统的互文出现，应不是偶然，而是恰恰
提供了二里头与商代文字的使用与礼制活动、礼器系统的关联性的重要线索。① 有
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寻找早期文字的研究理路，有两个可行的切入点：一是二里
头文化考古遗存所见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的比较；二是晚商器物类象形文字与
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玉器以及陶礼器等器物的形态学比较。

一、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的符号

二里头文化的符号多刻画于陶器表面，２０００年以前学界已确认出二里头文化字
符６４个，２０１４年 《二里头》新报告又公布了４０个字符。李维明对二里头文化陶器
上的字符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符号基本字形不少于５０
种，约占所公布二里头文化陶字符基本字形总数的７８％ 。② 这些符号大体可分作数
字类、文字类、图画类、印章类等。二里头文化的数字符号发现较多，符号位于大
口尊口沿内壁，内容多为一、二、三、五、十，数字符号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下
文主要讨论文字类符号。

（一）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类符号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文字类符号又可细分为象形类、会意类、合文类和印章类。

１．象形类
目前象形符号共发现５０多例，依内容可分为七类。

（１）自然类。如山形，二里头遗址ＩＩＶＴ１０４：③３１作 “ ”。③ 形状为三
个连续相连的山丘。

（２）遗迹类。如城形，二里头遗址作 “ ”。④ 这一象形符号与二里头文化时期
多处城遗址形状相符，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宫城。该符号明显作城邑之形，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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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上还有城门示意。如井形，二里头遗址ＩＶＨ１９９：３作 “ ”。① 曹定云认为

它是 “井”的象形字。② 井在龙山时期就被普遍使用，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水

井用木棍砌出井形，与该符号的特征一致。③ 如庐形，二里头遗址 ＶＩＩＩＴ１３⑥：２０

作 “ ”形。蔡哲茂认为它是 “庐”字的初文，与 “六”同字，“六”为借字。④

王晖亦持此说。⑤ 二里头文化中不少浅半地穴式房子，均与此字形相似。但曹定云认

为应释为 “皿”。⑥

（３）工具类。如镞形，二里头遗址 ＶＨ５２：４作 “ ”，为一矢的象形，也有

的作 “ ”。⑦ 二里头文化发现大量的骨、石、蚌以及青铜镞，其形状多为三角形，

与陶器上的镞形符号特征一致。如车形，洛阳皂角树遗址陶盆Ｆ４：８上的刻符作

“ ”。⑧ 两侧的圆较规整，中贯横轴，制如一轴二轮，顶部还有一扁椭圆形制

表示车厢。如尊形，二里头遗址２００５ＶＴ１１４④：１作 ，图案位于大口尊类器

物的肩部，小口长颈、平肩，平底近圜，从剖面的角度表现二里头文化早期小口尊

的形态，⑨ 线图形状如图 “ ”。如平底盆，二里头遗址ＩＶＨ７３：１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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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为二里头文化平底盆 “ ”。① 大口、斜壁、浅腹，平底，从剖面的角度表现平

底盆的形态。如罐形，登封南洼遗址陶器上的罐２００４Ｈ２２４：５ 。大口，鼓
腹，圜底。从剖面的角度表现的是二里头文化最常见的大口深腹罐。如龙形，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块陶片 （采：２６），上刻有铜牌饰的 “龙”的形象。②

二里头遗址 “龙纹”铜牌饰，分作圆角近似方形和圆角方形：两侧各有两个带孔的
纽，龙形的绿松石小片镶嵌成兽面纹样，圆眼圆睛。该陶片 “龙”形作为图案，简
化突出首部、眼部特征，臣字目吻部两侧有似龙须的弯曲弧线。

（４）人体局部类。如目形， （二里头遗址ＩＶＴ２２：⑥１１），为竖直、对称
双目。报告人称为眼纹。③ 如手形，在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片 （Ｈ３９：１７）上
的手形绘符，虽然稍有残缺，但可以看出是个手形，而且是个线条造型类符号。④

（５）动物类。如鱼形，伊川南寨遗址发现了多例鱼形符号，如陶器 （Ｔ８６②）

上的 多 条 鱼 形 “ ”。⑤ 如 鱼 鳔 形，伊 川 南 寨 遗 址 陶 器

（Ｔ２８Ｈ１１８）上的符号 “ ”形，似一只葫芦，与鱼肚子里那个控制俯冲
和上浮的气囊———鱼鳔形象一致。⑥ 如蝉形，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内发
现一件陶簋，耳部外侧堆塑蝉纹。如龟形，二里头遗址 （２０００ＩＩＩＴ２⑤Ａ：２５），为
一龟。⑦ 如鸟形 （２００２ＶＴ２９剖Ｄ６夯：３）。⑧

（６）植物类。如禾形，二里头遗址陶器 （采：２８）上的陶符，作 “ ”。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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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特征来看，明显是禾苗之态。① 王晖认为是 “叶”的初文。②

（７）其他类。如族徽类，但具体意涵不明。“ ”偃师二里头遗址 （ＶＩＩＩＴ１４④

Ｂ：１３）符 号 为 三 角 形。③ （２００３ＶＴ３４④：１３）符 号 似 舟 形。

（２００５ＶＴ１０２③：１）符号半弧状似 “虹”。 （２００３ＶＨ２１５：４）符
号位于细砂酱釉原始瓷盉的颈部，“私”形。④ 这些符号刻画清晰，位置十分醒目。

２．会意类

（１） “箙”。二里头陶符号作 “ ”形 （ＶＩＩＩＨ７２：３２），曹定云认为它是由

“ ”和 “ ”构成的，即 “井”和 “矢”，均与捕获动物有关。这个组合符号如
释作陶文，应当是个会意字，为箭盛放入箭袋之义。古代箭袋以竹木或兽皮为之，

即后来汉字中的 “箙”。《玉篇》：“箙，矢器也。”商代后期金文中也有相似字形，一

支箭的如 、两支箭的如 、三支箭的如 。

（２）“丰”。二里头遗址陶符 “ ”（ＩＶＴ８③：７），曹定云、王晖都认为应释
为 “丰”字，并指出 “丰”字的本义原指树木或树枝，后来引申为分封，成为 “封”

的初文。所以二里头陶符应该就是古 “封”字。⑤

（３） “道”。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符 “ ”，曹定云认为是从 “ ”从 “ ”

的字，所从的 “ ”是甲骨文中的 “大”字，即正面站立的人形；“ ”像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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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
告》，第３０４页。
参见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８１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
告》，第２０３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二里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贰），第５１０、５３９、

１０５４页。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所以， “ ”表示人在路中，是会意字。甲骨文中有 “ ”字 （《合集》

４９１０），① 从侧身站立的人形 “ ”和道路之形 “ ”，是古 “道”字。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这个符号可能是甲骨文 “ ”的初文，是更古的 “道”字。②

（４）“射”。二里头 （ＩＩＶＴ１０３采：１９），陶片上刻画为在弦上的箭，箭头
为三角形，弦为一斜线。③

（５） “钓”。 （２００４ＶＨ３１２：４），④ 符号位于大口尊颈肩部，刻画出鱼钩

和鱼的头部，身体残缺。复原后应为 形。

３．合文类

（１） “ ”。二里头遗址陶器符号中，一件大口尊肩部烧前刻出
“目”形，⑤ 而在使用过程中又在 “目”的前面加两个 “Ｌ”形符号，组成三个字

符，即 、 、 。

（２）“ ”。二里头矮领尊 （２００２ＶＨ７３：５）肩部残片上保存有两个字符，
其中一个为镞形。⑥

（３） “ ”。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出土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陶觚上刻画出 “ 、

”二字形，“ ”下部类似月牙形，月牙形的上面有一块用闭合曲线构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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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甲骨文合集》第１—１３册，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简称 《合集》。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
告》，第２０３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壹），第３５５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二里头陶器集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年。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贰），第８５１页。



规则的形体。①

４．印章类
渑池郑窑遗址出土的陶戳属泥质红褐陶，火候较高，方柱形，长５．５厘米、宽

２．３厘米、高２０厘米，三面有刻画符号，其正面的戳记刻画结构清晰，其中一面符
号相当于甲骨文中的 “田”字。在该戳的两端各有一圆窝，圆窝的周围亦有刻画的
圆弧线或直线。此戳形器当具有印章的性质。②

（二）二里头文化象形类字符与商代文字的承续关系

１．“ ”与 “山”。二里头遗址的象形符号 “ ”，在郑州商城遗址

第八区商代宫殿区出土的陶符上作 “ ”形，甲骨文中作 “ ”形，展现出
极为相似的字形与一脉相承的造字理念。

２．“ ”与 “墉”。二里头遗址的象形符号 “ ”，甲骨文中与之最相近的象形

文字为 “ ”，③ 均作四方城郭、每边开城门之状，仅城门样态略有差异：二里头

刻符是平头突出；甲骨文是屋顶尖形突出，类似建筑物的顶部。学者将 “ ”释为
“墉”字。

３．“ ”与 “车”。二里头皂角树遗址象形符号 “ ”，与殷墟出土陶符

中的象形文字 “ ”④ 十分接近；只是皂角树的 “ ”顶部多出扁椭圆，

似伞盖；而殷墟陶符 “ ”展现出更多的细节刻画，多释为 “车”字。

４．“ ”与 “ ”。二里头遗址的 （ＩＶＴ２２⑥：１１），为竖直的对称双
目；郑州商城杨庄出土爵的腹部一侧也发了相似的对称双目形符号。曹淑琴认为是

商周金文中常见的 “ ”字。⑤

５．“龟”。二里头遗址的刻符 “ ”，与郑州商城大口尊 （Ｃ８Ｔ１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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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参见张居中、王良启：《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参见

参见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７３页。
参见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１５２） 、① 商城白家庄墓葬出土青铜尊颈部三个等距离的龟形图像都接近。唐
兰释为 “黾”，也有人认为是龟徽，应为族徽文字。②

６．“鸟”。二里头遗址的鸟形符号 （２００２ＶＴ２９剖Ｄ６夯：３），在郑

州商城大口尊 （ＺＦＨ１：４５）口沿内侧也能找到相似字形 。③

７．“射”。二里头遗址的 ，陶片上刻画为在弦上的箭。郑州商城大口尊
（９７ＺＳＣ８ＩＩＴ１５８⑤）口沿内也是如此；而在殷墟器物上的 “射”则为弓箭完整形象

（射妇桑鼎１３７８）。

８．“尊”。二里头大口尊肩部刻画的 （２００５ＶＴ１１４④：１），直口、广肩，

底部近圜，与金文中的尊的形体特征接近，都是小口、圜底，二者承袭关系明显：

（２００５ＶＴ１１４④：１）→ （亚酉斝９１６０）→ （酉已鼎Ｅ１８８）。

９．“箙”。二里头陶符中有作 “ ”形者 （ＶＩＩＩＨ７２：３２），应为金文中的

“箙”字。这一字形变化由夏历商脉络清晰：二里头的只有箭头和箭匣 ，殷代早

期只是多了箭杆 （箙贝卣４８８２）、殷代晚期变成三个箭杆 （箙戉册父辛卣

５１６９）。

１０．“钓”。甲骨文也是手持鱼钩钓鱼的形象，二里头遗址的图像虽然残缺，但

构图中钓鱼表现手法 与甲骨文 （《殷虚书契前编》５．４５．４）一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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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 《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０８页。
参见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７期。
参见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第１０９页。
参见罗振玉、罗福颐类次： 《殷虚书契 （五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

４７１页。



这些生动的字符比较实例，充分展示出部分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

字间极强的相似性。这一相似现象的普遍性，表明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

文字间存在有序且稳定的传承关系。换言之，商代的很多象形文字的字源，很可能

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

（三）二里头文化象形类字符的思考

１．象形类字符与人群标志

二里头文化族徽的来源有二：一是与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二是与

氏族标志有关的族徽。

（１）工匠族徽。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尊、罐、镞、箙等字符均与手工业作坊

族徽有关。登封南洼遗址陶器上的罐 （２００４Ｈ２２４：５）可能与制作陶器或陶罐有关。

该遗址的发掘区正是手工业生产地，共清理出９座陶窑。发掘者认为 “应是一个白

陶专业化制作中心”。① 镞、璋、箙等符号的发现与手工业人群的关系，也可在晚商

和西周族徽中得到验证。

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铸铜作坊、大司空制骨作坊等区域内发现有墓群，

随葬品证明死者多与手工业生产相关。如刘家庄北地发现１０座陶窑，② ２０１１年又

发现２０座陶窑。③ 由此可确认这是一处大型制陶作坊。陶拍２０１０ＡＧＤＤＩＩＦ２１：９，

柄部一侧刻 字。陶拍２０１０ＡＧＤＤＩＩＭ７７：０１柄部刻 字，应释为 “羊”。陶拍

２００８ＡＧＤＤＩＩＨ４０：９，④ 柄部刻 及 两字，这些都与商代晚期族徽有关。

周原遗址 “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以石玦为主，作坊与制玦遗存共存的遗迹单位

中，出土包括 ‘璋’、‘爻’、‘璋爻’等三类族徽，其中璋即为石璋形象，与该作坊

生产的石玦均为典型玉石器中的一种。齐家北漆木器作坊中发现的陶文族徽 ‘箙’

字，在卜辞、金文中是该器的复体象形字。由此可知齐家北漆木器作坊族徽也与作

坊产品性质相同”。⑤ 同时考古工作者发现周原的这批工匠是由殷墟迁过去的，“璋”

“箙”等工匠族徽在殷墟也有发现，且徽标基本相同。二里头、安阳殷墟、周原等遗

迹发现的这些工匠族徽，更证明二里头文化与商周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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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河等：《用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南洼白陶的原料产地》，《中原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
址的发掘》，《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
址的发掘》，《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
址的发掘》，《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郭士嘉、雷兴山、种建荣：《周原遗址西周 “手工业园区”初探》，《南方文物》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它们使用的符号文字属于同一体系。

（２）氏族标志。与二里头氏族标志有关的族徽，有 、 等，

这类标志历史悠久。如江陵荆南寺陶罍 （Ｔ１④Ｃ：４２）上的符号 与二里头小

口尊 （８１ＹＬＩＩＩＴ２２⑤：２）上的符号一致。陈昭容说： “对于史前陶器上的刻划记

号，宜放置于汉字演进的历史轨迹上来看……有一部分则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向

文字的路途演化，和汉字的孕育发展有相同的步调，因而不同时期的陶文中可看出

汉字发展的痕迹。”①

２．二里头与安阳殷墟符号的比较

将大家公认的殷墟文字与二里头的符号比照，对于认识二里头的符号是否

为陶文具有一定的意义。第一，我们发现二里头文化及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偃

师商城和郑州小双桥乃至殷墟出土的数字和象形符号特征一致，不论是在形体

特征还是内容上都有传承，属于同一系统，不少符号与殷墟陶文一样，如车、

鱼、镞等。第二，二里头文化和殷墟都多为单字 （符号），一般一器一字 （符

号），多为族徽、人名。第三，陶器并非当时书写文字的载体。正如李孝定指

出：“小屯殷墟：出土陶片近２５万片，有字陶片计８２片，其百分比为０．０３２８
强，这种统计方法虽然很粗疏，但可以确定一点：即有字陶片所占的百分比都

极低。”②

二、二里头文化器物与商代后期铭文 “器物字”

据统计，目前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有铭青铜器共５７３０余件，其中单字铭文的青铜

器接近２０００件，２—４字铭文的青铜器约为３３００件。③ 殷墟青铜器铭文在书体特征、

铸造部位及意涵功能方面与商代前期基本相类，但族徽类文字数量更丰富、内容更

多样。

晚商族徽文字中 “器物字”作为象形字，字形多取自早期的器物形象，尤其是

礼器造型，简洁、古雅、写实，展现出先民在文字初创阶段对现实器物直观的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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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５７本第４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６年，第６６９—７６２页。
李孝定：《小屯陶文考释》，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３０５—３３５页。
参见毕秀洁：《商代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理念。参考考古类型学及年代分期，我们发现晚商器物字中爵、牙璋、钺、鬲、甗、

尊、爵、豆、觚、盉、鼓形壶等字在字形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

早于其所属青铜器的年代。下文将撷要对晚商铜器上的 “器物字”铭文形象与二里

头时期至晚商时期的器物进行对比，以出土文物器形为主要依据，探讨这些 “器物

字”的创造时间。

（一）“爵”

二里头文化铜爵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形体瘦高，流尾间距较长，窄长流

尖尾，束腰平底或呈椭圆形底，下腹突出，下接三足，足外撇，如 ＶＫＭ８：１、

ＹＬＩＩＩＭ２：２。① 早商铜爵器身变宽，平底，流口增高，尾变圆，流有二柱。晚商铜

爵卵形腹，圜底，柱加长并后移。殷墟金文中的 “爵”字 （《集成》１０．４９８８）② 为

长流尖尾、形体较高、无柱，与二里头时期的铜爵特征一致。（图１，第２、７）

图１　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 “器物字”比较

二里头文化早期陶爵流尾较长，无柱，深腹，实足纤细。例如，二里头遗址的

ＬＩＶＴ１５１Ｍ４、伊川南寨Ｔ８２Ｍ３：４爵口部有冲天流，近流处无短柱，流口间附小圆

饼，深腹，平底，无尾，圆锥状足外撇。③ 早商时期陶爵口部开始出现柱，尾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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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第９４页。



短。（图１，第１、６）殷墟金文 （新收１３０１、《集成》１４．８８４０）“爵”字与二里头文
化早期伊川南寨陶爵特征一致。（图４，第３、８）但甲骨文中爵字都表现出了高柱、

长流的特征，显然殷墟甲骨文中的 “爵”字是取象于商代的青铜爵，其来源要比金
文 “爵”字晚一些。

（二）“璋”

二里头文化发现较多牙璋，其形体较大、器身较平直，下部有较长的扉齿，首
部较宽并下凹，锋呈牙状，较为尖锐，无使用痕迹。此类器物在二里头时期较为盛
行，并作为礼器常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如玉璋 ＹＬＶＭ３：４，出土时器体涂满朱
砂，① 但至商代早期二里冈文化的墓葬中同类形制的牙璋已经不见出土，殷墟时期
也已完全不见踪迹。但殷墟铁三路 Ｍ８９青铜器觚的圈足内铭文 “璋”字②与 《集
成》１４．８７０７铭文 “璋”字皆为歧首弧刃、扉齿较长。殷墟铁三路 Ｍ８９觚上铭文
“璋”字形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牙璋一致，但再向后延伸如 《集成》上的铭文文字化的
特征更加明显 （图２，第１、３、５），但其粗短形状有镈钟形，扉牙出现在器身而非
器柄。学者多认为该字仍为 “璋”。③ 甲骨文的 “璋”只有形而无扉齿了，因此，杨
州推测 “甲骨文的章 （璋）形的最初象形字是 《花东》２９．４、１４９．２中的 （璋）

形”，④ 实际上是 《集成》１４．８７０７铭文 “璋”字省去扉牙的再简化。 （图２，第１、

３、５）

（三）“戚”

二里头的玉戚刃部为平弧形，刃角上翘，在内部有两条凸弦纹，在两弦纹之间
的凹槽中有两个成中心对称的圆穿孔，两侧有对称的扉棱。⑤ 《集成》１６．１０５３２铭
文 “戚”的器身较为瘦长，刃部略弧并大于器体，刃角上翘，扉棱夸张，突出分三
牙，中部有一较大圆穿孔，形制规整，与二里头的同类器在形体、弧刃等主要特征
上相一致。（图２，第２、４）该类戚在殷墟也有发现，因延续时间可以至商代晚期，

目前也不能排除为晚期所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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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何毓灵：《试析殷墟一座玉匠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２６页。
杨州：《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章 （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参见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４期。



图２　二里头出土玉器与商代 “器物字”比较

（四）“鬲”

鬲是商文化的常用炊器，先商至晚商长盛不衰，更成为青铜时代的固定礼器组

合。其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即已出现；从形态来看，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ＹＬＩＸＨ１）与先商文化阶段陶鬲流行长颈高领、高袋足、细绳纹等特征，如鹤壁刘

庄的鬲 （Ｍ９４：１；图３，夏）。① 早商时期陶鬲主要表现为卷沿矮领、高袋足，如二

里冈鬲 （Ｃ９Ｔ１２４②：９８；图３，早商）；② 晚商为折沿无领、矮裆近平等，如安阳大

司空鬲 （Ｔ０７０７Ｈ３４９：７；图３，晚商）。③

殷墟金文中鬲仍然保留早期的高领特征。 （９６１６；图１，第３、８）殷墟金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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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与从鬲的 “融”字，在字形上的典型特征都是长颈高领、高袋足，形态与二里
头文化或先商时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鬲”字这一高领高足的形体
特征在商周文字中一直保留下来，直到小篆中高领部分才简化为 “口”，并沿用至
今。（图３）

图３　夏商陶鬲与 “鬲”字演化

（五）“甗”

甗是商文化的主要炊具，先商时期开始大量发现，二里头文化陶甗数量不多。

先商阶段与二里头文化三期，陶甗的甑部为敞口深腹，或有平沿，束腰，鬲部分裆，

袋足瘦长，实足跟较高，如安阳鄣邓遗址的甗 （Ｈ３２：４６）；早商时期则转为卷沿，

矮裆，袋足变肥；晚商时期特征为折沿、矮裆近平，三实足较矮。《集成》１３．８２８３
金文 “甗”字中的器物形态，宽平沿敞口，瘦腹呈桶状，束腰，袋足较瘦，实足尖
较高，与安阳鄣邓遗址出土的先商时期同类器物一致 （图４，第１、６），① 说明金文
“甗”字的时代较早。而甲骨文中也有大量 “甗”字，如 《合集》６２９宾组，其特征
是有立耳、深腹、袋足，形体特征与商代早期青铜甗一致，显然殷墟甲骨文中的
“甗”字是取象于商代早期有耳的青铜甗，其造字的时代要比金文 “甗”字晚一些。

（六）“尊”

大口尊起源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兴盛于商代早中期，消亡于殷墟时期。就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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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时期口径小于肩径，直腹，小平底或带圈足；早商时期大口
尊，口部较大，逐渐大于肩径，圆肩，直腹；晚商时期口为喇叭形，无肩，形体变
长。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高领小口尊也较为典型。① 二里头和早商阶段陶器符
号多刻画在大口尊的口沿上。

晚商金文中的 “尊”亦分大口、小口两类， 《集成》７５９１铭文中的 “大口尊”

呈 “酉”形体，大口，高领，鼓肩，小平底；《集成》１０８８０铭文中的 “小口尊”高
领小口，形制特征分别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口尊、小口尊一致；（图１，第４、５、

１０、１１）这也与文字学家认为 “尊”字初文如长颈盛酒器形的观点相合。也有学者
提出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从 “酉”的字，如奠、酒、尊等，字形上都与二里头时期
大口尊形细节接近。②

图４　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 “器物字”比较

（七）“盉”

陶盉是二里头文化典型的酒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盛行于二里头文化三、

四期，至商代以后基本不见，其形制主要表现为弧形顶，短流，直腹，三袋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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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有较宽的鋬。① 二里头文化早、晚期整体形态从瘦高向矮胖发展。晚商金文中的
“盉”字的形象即为陶盉的侧面之形，器身中部有一方形小框，从与金文中的盾牌和
甲骨文中 “爵”的比较可知，该方框为器物的扳手，其形体的瘦长袋足和圆形冲天
管状流的特征十分接近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同类器的形制。（图４，第４、９）

（八）“觚”

二里头文化陶觚一般为桶形，形体瘦高，口较大，口以下弧形内收，直腹，底
沿外突，如南寨Ｔ９３Ｍ３３：２陶觚为喇叭口，平底，深筒腹，束腰。② 晚商铭文 《集
成》１３．７７２３ “觚”的形态与二里头文化陶觚特征一致。（图４，第５、１０）

（九）“鼓形壶”

鼓形壶为模仿木鼓形状而制作的容器。二里头 ＶＩＨ９：７，细颈圆口，扁圆体，

边缘有三周象征鼓钉的小泥饼，下有二足；③ 驻马店杨庄遗址出土的同类器为圆口
细颈，扁腹，圈足，腹面边缘饰三周联珠纹象征鼓钉，中央饰斜方格纹象征鼓面的
皮革。④ 晚商金文中的 “鼓”字与杨庄遗址发现的鼓形壶特征最为接近。

（十）“豆”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豆数量较多，分深浅盘、高矮柄等形制。早期深盘较多，盘
壁较直，晚期沿较宽，豆盘上鼓下平。晚商铭文中的 “豆” （《集成》１０．５３９５．２）

与二里头时期喇叭状高柄豆形体特征接近。（图４，第２、７）

比较晚商金文中的部分 “器物字”与二里头时期的对应器类，可以发现四类情
形：其一，晚商器物字中的 “爵”“璋”“鬲”“甗”“尊”等字的构型体现出二里头
文化典型器的器形特征，字形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高度契合；晚商器物字中的 “盉”
“觚”“壶”等字在字形上有变异，这部分字有的可能不是其原始形态，因此字形既
表现出二里头器物特征但又同殷墟同类青铜器近似。商代后期铭文中有不少的建筑
类、动物类铭文也不排除属于此类；其二，二里头等遗址出土少量的器物字如 “尊”
（“酉”）“盆”多采用剖视手法体现与殷墟金文 “尊”“皿”等字剖视的特征一致；

其三，“鬲”“甗”器物字的造型多与先商文化典型器一致；其四，金文所示器物曾
流行于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这些金文器物字展现出来的器形细节，与其依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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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年代特征明显不同；它们作为文字虽然广泛使用于晚商时期，但字形特征却取
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或先商文化时期。
器物字在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使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还与这些文字的使用功

能相关。象形字的创制过程，就是先民对于现实事物的摹绘、提炼与记录过程，而
其中族徽文字承载的部族观念和群体认同，礼器类 “器物字”承载的国家权力与秩
序，字形上展现出明显的承续感，这也为晚商部分甲骨、金文的创制年代或可早至
二里头时期提供了重要佐证。由此，借由商代 “器物字”与二里头时期考古文物的
比较研究，我们或可弥补夏代文字实例阙如的缺憾。

三、二里头礼制文明与器物字的关系

学界一般将文字与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一并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而
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一环，文字与礼制这两大要素在文化发展中的
作用尤为突出，且彼此连契，密不可分。本文以器物字为切入点，尝试观察文字与
二里头文化礼制文明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考古学资料中梳理二里头文化与商周书同
源、礼同轨的文化连贯性与沿承性，勾勒中国早期礼制文明格制渐具的发展脉络。

（一）器物字与礼器组合

前文通过观察商代铜器上的 “器物字”，我们发现商周时期作为权力与秩序象征
的礼乐祭器组合，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已渐具规制；这些 “器物字”所代表的鼎觚
爵豆尊等礼器类型，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已有集中出土，包括陶礼器、青铜器、漆
器和玉器等。而最核心的青铜礼器只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出现，如二里头
遗址墓葬中的铜爵、盉等酒礼器，在其他大中型遗址均不见。以爵、盉为代表的铜
器群的出现反映了酒礼在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文化现象，均
可从二里头和商代 “器物字”符号中找到线索。
以祼礼为例。祼礼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礼仪，一般是指以降神为目的的祭祀形式。

《诗经·文王》正义：“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① 《尚书·洛诰》孔颖达
疏：“祼者，灌也。”② 可见祼礼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
客飨燕诸礼之中。《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在已出甲骨
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礼的记载都十分丰富。那么，用于祼礼的代表性礼
器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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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玄注：“夷读
为彝。”① 邹衡认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
的陶鬶。”② 而从考古资料观察，祼礼和 “鸡彝”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二里头文
化墓葬中的漆觚就与祼礼相关。考古研究表明，祼礼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严志斌
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应与良渚文化漆觚
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良渚文化的漆觚使用制度，很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漆
觚器用制度的来源。可见祼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
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后，祼礼一直被接受、应用并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传
承至西周时期。洛阳—郑州一带是祼礼的核心使用地域，《集成》０５４４４所录殷墟四期
的铜尊铭文，有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或为觚中置瓒 （玉柄形器
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祼礼场景。③ 邹衡认为，觚、爵、盉、三足盘等是 “夏文化中
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体现了夏朝的部分礼制”。④ 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中，可
以看出以陶爵、陶觚为核心的酒礼器组合初具雏形，二期以后增加了盉、杯、壶等。
陶质酒礼器与青铜礼器相比而言其种类更齐全、形体特征更稳定，并具有较强的连贯
性与继承性，因此学者多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爵、盉等是模仿陶礼器而来。
既然考古发现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漆觚、陶觚为祼礼器，那么与之一起成为组合

的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应都为当时的重要酒礼器。而且这些礼器类
型，既是当时 “器物字”的主要构成，也符合 《说文》以酒灌地以祭祀祖先的酒礼器
组合。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鼎、爵、觚、壶等被商人所接纳，在此基础上商文化又
创制了青铜斝，开始使用觚、爵、斝组合，而舍去了二里头文化人群所重视的陶盉。
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组合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等，在商代被鬲、爵、盆、
豆取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器物字在夏商之际使用的
连续性，恰恰反映了这些文字代表器形使用功能的稳定性。 “器物字”的传续发展，
见证了夏商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考古发现证明，早期文字与制礼作法的巫师阶层关系密切。小双桥的文字主要

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内，⑤ 说明器物上的文字与祭祀活动相关。

（二）礼制实践与以器造书

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二里头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 “礼”“乐”的实物体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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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３１ 《明堂位》，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１４９０页。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９页。
参见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１６５页。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郑州小双桥遗址２０１４年ＩＶＡ０２区发掘报告》，《华夏
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礼制已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
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而当时的礼制活动，多与巫觋或 “伶官”这一特殊群体的

礼仪实践相关；他们不仅是礼制活动的主持和管理者，也是早期器物字的造作和书

写者。何驽认为：二里头文化宗庙祭祀时，多由 “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

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② 杜金鹏根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

器以及青铜龙牌饰等，推测二里头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群体主导宗庙管理和祭祖活动，
“手持 ‘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 ‘龙牌’边唱 （颂扬祖先功德）边舞”。③ 这些考

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一定规模的巫师集团。其中一些巫师开始结合

礼仪需求，在不断使用和实践中，依照礼器的形状创制 “器物字”。因此，青铜器中

的 “龙形”牌，玉器中的璋、戚，陶礼器中反复使用的爵、盉、尊、豆、壶等相关
“器物字”率先出现。这些象形文字最初与祭祀、占卜关系密切。也可以说汉字是由
分布于多区域的先民们在族徽、计数、祭祀等文明要素的基本需求下，不断地创造

着、积累着，最终由夏代国家巫师集团汇集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系统。

由是观之，二里头的器物字基本是按照礼器的客观形体，用线条勾画出器物的

特征的造字方法。器物字多用正视角度表示，绘画水平极高，把器物的特征表现得

十分准确，这应当是有着超高绘图技术的巫师完成的。这些早期器物字的特点是形
象逼真、器物与读音一体，每个符号都有相对稳定的书写方式。对比新石器时代刻

画在器物底部的符号，二里头文化的 “器物字”同礼器组合与礼制活动密切结合，

属于真正的文字体系。

结　　论

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 “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④ 二里头

文化目前无大量文字发现，应当与文字载体有关。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文字符号多在

陶器上面，但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偶尔出现的单体文字多与 “族徽”有关。考古

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字的创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创新和改进，

二里头的文字在商代延续使用，但商代早期、晚期都还在不断地创制出新的文字。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类符号进行分析，可以推测那些刻画在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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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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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晓明：《夏代礼文化态势考辨》，《当代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何驽：《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 “龙文物”》，杜金鹏、许宏主编：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４页。
参见袁广阔：《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

５月１２日，第１１版。



口尊口沿内侧的数字符号多是用来做标记的，可能是举行祭礼时表示祭器陈列的位
置次序等功用；那些刻画在陶器外侧的 “尊”“罐”“镞”等象形符号当与二里头文
化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或氏族标志有关。这些字符与商代象形文字的相
似性极强。商代部分 “族徽”象形文字，很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
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研究发现，刻画在陶器上的陶文和以礼器为代表的
象形字的使用者不同。二里头文化陶器的符号多出土于作坊区，以及居址和废弃的
灰坑中。这些日用陶器上的符号传递的信息多与作坊或者 “族徽”有关。二者使用
的场景地点不同，而礼器都出土于墓葬中，特别是青铜礼器都出土于大墓中，这与
当时举行的祼礼关系密切。与礼制有关的象形字显然与制度、秩序有关。因此二里
头文化文字的使用者当是具有沟通神灵资格的帝王与巫师。

通过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可以梳理出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脉络。从文字创制
之法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商代后期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经过不断
简化与提升，成为突出部分特征的文字。但少量象形文字的图画特征仍可在早期青
铜器、陶器、玉器形象中找到原型。考古证据表明，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
文字取象于二里头时期的器物，这些文字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并以类似
于 “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礼制，中国文明起
源走的是一条独立的礼制文明之路。中国早期文字与礼制、礼器关系密切。正如卜
工所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自成体系，别有洞天，别样精彩。那是礼制的天下，

礼制的天堂。其发生的年代更早，礼仪活动更有秩序，礼制的观念和意识流淌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魂魄
之所系，根基之所在。”① 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承载工具，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是世界唯一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
动作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果，也是促成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绵延五千年而
不断裂、独一无二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要之，通过比较二里头文化器物造型与商代器物字的相似性、梳理象形文字的
发展脉络，或可找到一条研析中国早期文字传承脉络的新思路，勾勒出早期文字一
脉相承的演变轨迹。由此可以推断，二里头文化的文字在早商时期延续下来，并在
殷墟时期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公元前两千纪以来中原地区的文字传统。而华夏早
期礼制文明的发展，也在夏商文字的传续发展中，见证着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
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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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从石峁说开去》，《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第

１２版。


